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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 Ｈ Ｘ， Ｇｕ Ｂ Ｊ， Ｗａｎｇ Ｊ Ｑ， Ｆａｎ Ｊ Ｄ， Ｌｉ 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４（２）：４６３⁃４７５．

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演进特征及其规律
———以南京市为例

赵海霞１，∗，顾斌杰１，２，王俊淇１，范金鼎１，３，李　 欣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南京　 ２１１１３５

３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要：绿色基础设施（ＧＩ）供需均衡对维护城市或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对 ＧＩ 服务供给进行测度，从

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四方面综合评价 ＧＩ 需求，研究南京市 ＧＩ 供需适配关系的演进情势，揭示其时空配置的差异性。 结果表

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 ＧＩ 供给呈主城低、郊区高的分布格局，总供给、人均供给和单项供给均先减后增。 （２）ＧＩ 总需求

逐年减少，形成从中心城区向郊区递减的三个圈层。 （３）南京市共划出 ９ 个供需适配类型，对应 １１ 个辖区划出 ９９ 个供需适配

类型组合区，供需适配较好区与较差区分别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２６％和 ４４％，呈不均衡分布。 （４）主城区较适应的匹配类型是低

供给⁃中需求，郊区维持低供给⁃低需求较符合区域发展实际，并针对不同类型区优化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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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ＧＩ）是由自然、半自然区域和开敞空间组成，具有内部连接性的绿色空间要素网络，在城

市区域范围内提供生态、社会与经济等多种复合服务功能［１—２］。 ＧＩ 具有调节生态环境、提升景观美学、提高

健康福祉等效应［３—４］，因此，其建设能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是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５］。 由于城镇化进程过快，持续膨胀的城市人口和无序扩张的建设用地造成人地冲突

加剧、供需矛盾突出，产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自然空间生态功能受损、城市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问题［６—８］。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ＧＩ 营建与修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起到改善城市问题的作用，为生态城市、
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城市化地区 ＧＩ 建设虽然

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 ＧＩ 建设缺乏全域统筹与系统考虑，侧重于“见
缝插绿、留白增绿”等形式，对自然生态斑块破碎化的改善作用有限，大量生境斑块对 ＧＩ 连通性提高的贡献

较低［９—１０］，此外，科学规划的缺乏造成主城与郊区过渡连通体系缺少、空间优化手段有限等问题［１１］；二是 ＧＩ
的供需空间适配度偏低，如老城区受空间等方面限制缺绿明显，造成 ＧＩ 供给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系统需求。

ＧＩ 是一个服务于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健康的生态学框架———自然生命支持系统［１２］。 ＧＩ 供需适配关

系研究是基于大量关于 ＧＩ 效应的研究。 目前，诸多研究聚焦于 ＧＩ 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及对城市社会经济价

值提升的绩效评估［１３—１４］。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落实途径［１５］，ＧＩ 最重要的目标是保护自然系统，通过调

节气候温度［１６—１７］、改善空气质量［１８］、提升雨洪调节能力［１９］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２０］等多重功能，ＧＩ 产生巨大

的生态和环境效益。 同时，ＧＩ 还包括更为多样性的目标，通过保护和连接分散的绿地，改善周围环境，引起人

们生理、情感和认知过程的变化［２１］，在改善身体健康［２２］、调节心理状态［２３］、降低城市犯罪［１］、提供科学文化

教育［２４］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ＧＩ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通过节约资金成本［２５］、减少能

耗［２６］以及增加土地和房地产价值［２７］等途径为城市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虽然 ＧＩ 的多重效应已得到广泛证

实，但当前研究仍以单要素或单方面效应评价为主，少量综合功能评价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２８］，而且难以判

断 ＧＩ 提供效应的空间公平性［２９—３０］。 因此，融合经济学视角，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评价，从多元化效应角度研

究 ＧＩ 供需关系可以重新审视 ＧＩ 的空间适配程度。
ＧＩ 供需适配关系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相关研究多从 ＧＩ 供给角度出发探讨，对

于受益群体的需求关注度仍显不足，成为目前城市建设中 ＧＩ 郊区成片建设、主城破碎化的重要原因［３１］。 也

有研究认为目前 ＧＩ 研究与实践是以城市地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为重点，对社会和经济的重视程度有限［３２］，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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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环境、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多重效应供需空间分布密度相适应的原则［９］，尤其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 关

于 ＧＩ 供需关系的理论、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空间表达、异质性的辨识、分类或分区的依据等研究目前尚显薄

弱［３３］。 为了紧跟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要求，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及地域空间分异原理，本文提出对

ＧＩ 供需空间适配关系表达的理解：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自然、半自然要素或生态系统为人们生产生活生态

需要提供服务功能的满足程度、相互适应与契合水平。
本文将我国特大城市之一的南京作为研究区，主要研究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个时段 ＧＩ 供需关系

的时空变化特征，供需适配类型组合分区原则与依据，从全市与辖区两个维度，分析空间异质性和有序性，并
根据不同需求主体提出优化路径，为 ＧＩ 供需关系研究提供地理学与生态系统科学等交叉研究的新视角，以期

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生态修复保护工程配置以及管控能力提升的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南京古称金陵，是江苏省会、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长三角地区特大城市、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交

汇的重要节点城市，地处北纬 ３１°１４′—３２°３７′，东经 １１８°２２′—１１９°１４′（图 １）。 全市总面积６５８７．０２ｋｍ２，建成

区面积 ８６８．２８ｋｍ２，下辖 １１ 个行政区。 到 ２０２１ 年末，南京常住人口 ９４２．３４ 万人，城镇人口 ８１８．８９ 万人，城镇

化率 ８６．９％。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１６３５５．３２ 亿元，产业结构为 ２．００∶３５．１９∶６２．８１。 以低山缓岗为主，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 ６０．８％，平原、洼地及河流湖泊占 ３９．２％；林木覆盖率 ３１．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５．１６％，是中国四大园

林城市之一。

图 １　 南京市区域位置与范围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绿色空间、生态空间等概念与绿色基础设施（ＧＩ）的概念既存在区别，又具有联系。 其中，绿色空间在广

义上既可以是公园、廊道和自然保护区等已开发的具体场所，也可以是待人工利用的绿地［３４］；生态空间是除

城镇生活空间和农业农村生产空间以外，具有自然保护、休闲娱乐等功能的地域［３５］。 而 ＧＩ 由网络中心、生态

５６４　 ２ 期 　 　 　 赵海霞　 等：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演进特征及其规律———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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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和小型斑块等要素构成，区别于绿色空间和生态空间更关注于空间之间的连通性［３６］。 从土地利用角度

来看，一般来说绿色空间包括林地、草地和耕地，但是由于耕地是以经济生产为核心目的［３５］，不宜纳入 ＧＩ 范
畴。 而水域作为联通绿地的重要空间应该也纳入 ＧＩ 范畴。 因此，ＧＩ 数据来源于全球地理信息公共产品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 ），分别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的林地、草地和水域面

积数据，分别从供给服务、调解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 ４ 个大类 １１ 个小类对 ＧＩ 供给量值进行测算，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构建南京市 １ｋｍ×１ｋｍ 格网。
需求测度涉及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生态及环境四个方面。 人口密度采用人口网格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２０２０ 年数据采用 ２０１９ 年手机信令和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建筑密度采用 １ｋｍ×１ｋｍ 格网计算，建筑面积来源于《南京市房地产年鉴》和水经注

信息服务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ｋｙｑ⁃ｔｅｃｈ．ｃｎ ／ ）。 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ｎｇｄｃ．ｎｏａａ．
ｇｏｖ ／ ），经相互校正、连续性校正、影像合成、去噪等处理；土地开发强度采用各区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区的比例，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土地利用现状。 碳排放使用的能源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环境统计资料

和历年《南京市统计年鉴》；破碎化指数根据单元内 ＧＩ 的数量及其面积的比例关系进行表征。 地表温度利用

地理数据空间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的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数据，运用大气校正法，在 Ｅｎｖｉ ５．３
软件中进行反演；ＰＭ２．５来源于美国宇航局地球观测数据和信息系统中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ｄａｃ．ｃｉｅｓｉ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 ／ ）的全球年度 ＰＭ２．５网络数据。
２．２　 ＧＩ 供给指标选取及价值测算

土地是生态系统的载体，土地利用范围、结构和格局等可以作为生态服务功能供给的替代表征。 本文采

用谢高地等测度土地利用生态服务功能、获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思路［３７］，即根据土地利用相关矢量数

据对评价网格单元生态系统服务水平进行快速评价。 同时，结合 ＧＩ 功能分类及研究区实际，构建研究区适宜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指标体系及其当量系数（表 １）。

表 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及其当量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服务类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ｙｐ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ｔｏｒｓ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８０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原材料生产 ０．６６ ０．３３ ０．２３

水资源供给 ０．３４ ０．１８ ８．２９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２．１７ １．１４ ０．７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气候调节 ６．５０ ３．０２ ２．２９

净化环境 １．９３ １．００ ５．５５

水文调节 ４．７４ ２．２１ １０２．２４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２．６５ １．３９ ０．９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维持养分循环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７

生物多样性 ２．４１ １．２７ ２．５５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美学景观 １．０６ ０．５６ １．８９

由于经济价值精度会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的最终结果，结合研究区实际生产力，选取小麦、稻
谷、大豆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种类，依据公式（１）对其进行修正。 通过历年《南京市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确定 ３ 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每公顷产量、总产量以及粮食价格。 为消除价格波动、自然

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进行不变价与均值处理。 在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及其经济价值的基础

上，根据公式（２），计算单位面积的供给系数。 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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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 ＝ １
７ ∑

ｎ

ｉ ＝ ０

ｐｉ ｍｉ ｑｉ

Ｍ
（１）

Ｄ Ｃｋ ＝ Ｄｉｊ × Ｅａ （２）
式中， ＥＡ 为 １ｋｍ２内当量因子的供给（元 ／ ｈｍ２）， ｎ 为主要粮食作物类别数， ｑｉ 为第 ｉ 种粮食作物播种的面积，
ｍｉ 为第 ｉ 种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 ｐｉ 为第 ｉ 种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 Ｍ 为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 ＤＣｋ

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 Ｄｉｊ 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表 ２　 单位国土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供给系数 ／ （元 ｋｍ－２ ａ－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服务类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ｙｐｅｓ

具体指标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５５０５６．２１ ４１７６６．７８ １５１８７９．２０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原材料生产 １２５３００．３４ ６２６５０．１７ ４３６６５．２７

水资源供给 ６４５４８．６６ ３４１７２．８２ １５７３８４８．２１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４１１９７２．３３ ２１６４２７．８６ １４６１８３．７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气候调节 １２３４０１８．５０ ５７３３４３．９８ ４３４７５４．２１

净化环境 ３６６４０８．５７ １８９８４９．００ １０５３６６１．９５
水文调节 ８９９８８４．２６ ４１９５６６．２９ １９４１０１６１．７６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５０３０９９．８５ ２６３８９０．１１ １７６５５９．５７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维持养分循环 ３７９６９．８０ ２０８８３．３９ １３２８９．４３

生物多样性 ４５７５３６．０９ ２４１１０８．２３ ４８４１１４．９５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美学景观 ２０１２３９．９４ １０６３１５．４４ ３５８８１４．６１

２．３　 ＧＩ 需求指标选取及测度

ＧＩ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对维持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以及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３８］。 综合考虑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对 ＧＩ 服务的需求，分别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四个维度，选取人口规

模、建筑密度、夜间灯光、土地开发强度、碳排放、破碎化、地表温度和 ＰＭ２．５ ８ 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在社会方

面，由于城市居民是 ＧＩ 主要的消费主体，因此，人口相关指标是社会需求的核心指标；高建筑密度代表着周围

绿地配套差，而建筑密度低则区域内公共设施完善，因此，人口越多、建筑密度越高的区域，居民对 ＧＩ 的需求

也越高。 在经济方面，采用夜间灯光和土地开发强度表征 ＧＩ 经济需求，夜间灯光越亮、土地开发强度越大，ＧＩ
的经济需求越高。 在生态方面，随着城市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在不断上涨，碳排放越大则 ＧＩ 的固碳需求也

越高；此外，ＧＩ 破碎化程度直接与生态斑块的服务功能和动植物栖息水平直接挂钩，破碎化程度越高则需要

重点进行改善。 在环境方面，热岛效应下城市地区气温高于郊区，导致城市地区对气温调节功能的需求较高；
高浓度 ＰＭ２．５出现在人类活动较强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导致空气净化的需求增强。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提取格网区域内各指标数值，在数据归一化下，熵值法通过确定各指标权重（表
３），然后利用栅格计算器分别计算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总体需求。 熵值法是根据各指标值的变化程度来

确定指标权重，是一种客观分配方法，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能更好地解释所得到的结果［３９］。
ＧＩ 供需状态受所在地域自然禀赋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关联应该理解为二者的

彼此协调、适应、匹配关系，包括二者在面积、功能乃至效应的契合匹配关系等，本文称其为供需适配类型区，
是 ＧＩ 空间格局有序性和组织性的体现。 为揭示供给与需求功能适应、匹配的特征，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

具，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的供需进行归一化，再依据耗散结构原理［４０］ 将供给与需求分别划分为高、中、低
三个等级，构建纵横排列矩阵，形成 ９ 种类供需适配组合类型，作为全市供需适配类型区、空间格局演进分析

及优化研究的依据（图 ２）。 ＧＩ 供需关系的适配程度研究，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理念提供一些

规律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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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绿色基础设施需求评估指标及其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项
Ｉｔｅｍ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ｔｏｒｓ

信息熵值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ｖａｌｕｅ ｅ

信息效用值 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ｄ

权重系数 ｗ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 ／ ％

社会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人口规模 ０．９４１２ ０．０５８８ １８．８０
建筑密度 ０．９５４１ ０．０４５９ １４．６６

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夜间灯光 ０．９４４８ ０．０５５２ １７．６５
开发强度 ０．９７３８ ０．０２６２ ８．３７

生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碳排放 ０．９４６１ ０．０５３９ １７．２４
破碎化 ０．９３１１ ０．０６８９ ２２．０２

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地表温度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９
ＰＭ２．５排放 ０．９９６３ ０．００３７ １．１７

图 ２　 供需适配组合分类矩阵

Ｆｉｇ．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２．４　 ＧＩ 供需适配类型区

综合考虑各类适配区的面积与变化量、产业发展定

位、居住区的疏密程度，重点对适配条件较差区和适配

条件较好区进行研究。 适配条件较差区是指 ＧＩ 供给不

充分、需要增量补充与存量改造并重的区域，判定标准

为三个时段面积增减易变，且 ２０２０ 年的供需差值为负，
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对 ＧＩ 供给的需求有缺口；适配条

件较好区是指 ＧＩ 供给较充足，只需存量改造提升与加

强管护相结合的区域，判定标准为三个时段面积无起伏

变化且呈逐渐增加趋势，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对 ＧＩ 的
需求较小。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ＧＩ 供给与需求演进的主要特征

分别从南京市 ＧＩ 供给、需求、供⁃需适配关系进行时空分析，重点对 ＧＩ 供需适配类型分区现状问题及优

化策略进行研究。
３．１．１　 ＧＩ 供给的时空变化

（１）供给总价值变化趋于稳定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 ＧＩ 服务总供给价值呈先减少后增加。 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总供给由 ６４．６ 亿元减

少到 ６４．４ 亿元，人均供给减少了 ２．７７ 元 ／人，降幅仅 ０．３７％，总体趋于稳定态势（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供给

有所回升，增长到 ６８．３ 亿元，从 ＧＩ 构成要素来看，网络中心和自然廊道的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带动生态系统服

务供给大幅度提高（图 ３）。
（２）主城区供给价值增幅高于郊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 ５ 个郊区 ＧＩ 服务供给主要是依托山丘森林绿地与河流湖泊水域等要素共同支

撑，２０ 年间供给价值增幅达 ２．３ 倍；主城境内山丘数量相对较少，主要供给源自长江干流、内外秦淮河、入江河

流、各类景区以及公园绿地等，供给价值增幅达 ３ 倍多。 主城 ６ 个辖区中，秦淮区和雨花台区分别减少 ６．２７％
和 ５．０８％，其余各区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鼓楼区和玄武区增幅最大，分别为 ３７．２４％和 ３２．００％，由于中心

城区实施产业“退二进三”、工业企业搬迁，导致用地性质转换，另外城市化向主城以外推进，包括建设新城新

区、扩展城市框架，中心城区重要生态用地面积逐步增加，水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主城区供给价值整体较快

增长（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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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南京绿色基础设施及其构成要素供给能力

Ｆｉｇ．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ＧＩ： 绿色基础设施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绿色基础设施服务供给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３．１．２　 ＧＩ 需求的时空特征

（１）呈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分布格局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 ＧＩ 总需求逐年减少，具有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分布特征，形成以玄武区、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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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秦淮区、建邺区和栖霞区为主的减少区，以浦口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和溧水区为主的近郊先减后增区，以
六合区和高淳区为主的远郊减少区。 其中，２０００ 年高需求区呈主次核心分布格局，主核心位于以湖南路街道

为中心的南北 ７ｋｍ、东西 ５ｋｍ 的区域，次核心位于葛塘街道和大厂街道等人居住区。 ２０１０ 年高需求区大面积

减少，中心城区的高需求逐步移向江北的化工园区。 ２０２０ 年总需求进一步降低，以玄武、建邺、鼓楼和秦淮交

接处的主城区为核心，向 Ｓ８ 沿线、江宁北部、西部、溧水和高淳的政治文化中心集聚（图 ５）。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绿色基础设施需求空间格局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数据归一化后消除了原数据的量纲和单位

（２）各项需求增减变化存在差异

从各项需求看，南京市 ＧＩ 的经济需求由 ０．０９４６ 降低到 ０．０２６０，降幅达到 ７２．５２％。 生态文明体制下，大力

实施“见缝插针、留白增绿”，以减碳增汇等多种手段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态需求逐年下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０３１９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０１６０，降幅达 ４９．８４％。 ２０００ 年以来，南京市先后颁布水、大气和土壤的污染防治管

理条例，但大气、土壤环境治理仍有待加强，平均环境需求总体水平不高，且变化不大。 社会需求随着人口持

续增长和建筑密度增加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０１１２ 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０２４８，增幅 １２１．４％。 鼓

楼、玄武、建邺 ３ 区对生态与社会供给需求较旺（图 ６）。
３．２　 ＧＩ 供⁃需适配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化

依据 ９ 种供需适配类型，南京市 １１ 个辖区共形成 ９９ 个适配类型。 根据每个类型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的面积及其变化特点，研究发现南京市有 ２４ 个适配条件较好区，总面积约 １６８６．１８４ｋｍ２，占市域总面积 ２６％，
其余为条件较差区，面积约 ２８７２．７４４ｋｍ２，占 ４４％。 从 ９ 种适配组型的时空演进趋势看，主城区 ３ 个时段供需

适配关系是由低供给⁃高需求向低供给⁃中需求转变，５ 个郊区低供给⁃低需求的时空格局比较稳定。 供需适配

关系较好的条件下，充足的供给与适度的需求相匹配，对建设绿色低碳、多元宜居、山水林田相依相融的美丽

南京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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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各区绿色基础设施需求

Ｆｉｇ．６　 ＧＩ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数据归一化后消除了原数据的量纲和单位

３．３　 ＧＩ 供需适配类型分区

（１）适配类型较好区

适配类型较好区数量与面积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中，具有 ２ 个配型充足组合区 ８ 个、３ 个配型组合

的 １ 个区、１ 个配型组合的 ２ 个区。 适配类型区的供需关系有低与低、低与中、低与高、中与低、高与低、高与

中的搭配类型等（表 ４）。 主城区低供给类型面积大于需求，主要原因是土地性质的转换，“退二进三”、旧城

改造等使得部分工业用地转为居住用地、农业用地转为居住或服务业用地，ＧＩ 建设未能跟上居住区集聚发展

速度。 郊区高供给面积大于需求，主要是高程在 １００ｍ 以上的山丘多属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及限制开发区域、
居住区及产业集聚度较低，此类区域的需求自然较低（图 ７、表 ４）。

表 ４　 供需适配类型区面积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ｚｏｎｅ ａｒｅａ

地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适配较好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适配较差
Ｐｏｏｒ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适配较好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适配较差
Ｐｏｏｒ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鼓楼区 １１．１４ ３３．８４ 江宁区 ９９．７０ １３５９．２０

玄武区 ６１．１４ １４．０８ 溧水区 １３６．１７ ９２６．９９

秦淮区 ２６．６８ ２２．４７ 浦口区 ８７８．１９ １６４．６３

建邺区 ４９．９８ １３．１１ 六合区 ８４．５２ １３６．５４

雨花台区 ３９．３２ ５９．１３ 高淳区 ８７．８０ ６３．５４

栖霞区 ２１１．５６ ４３．４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８６．１８ ２８７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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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分区

Ｆｉｇ．７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适配类型较差区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南京市 ２０２０ 年适配类型较差区的数量变化与面积减少幅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３
个配型组合的浦口、栖霞和溧水区面积减少幅度在 １６—９４％，其中以溧水区的中供给⁃低需求型减少幅度最

大，２ 个配型组合的鼓楼、江宁、建邺和六合区减少范围在 ３％—９３％，仅 １ 个配型组合的秦淮、玄武、雨花台、
高淳区减少范围在 ９％—７８％。 江宁、溧水区的低供给⁃低需求减少幅度最小，２０ 年间虽有一定的变化，但至

２０２０ 年基本维持在 ３％的水平，可能与严格控制生态敏感用地的无序开发建设，同时与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管

控要求进行调控与优化有关。 鼓楼、秦淮、玄武、栖霞、雨花和建邺 ６ 个辖区对 ＧＩ 存在较高需求，原因是旧城

改造、城市风貌改善、环境品质提升等需要 ＧＩ 功能的支撑；浦口、六合、江宁、溧水和高淳等近郊和远郊区的需

求水平有所降低（表 ４）。

４　 讨论

４．１　 ＧＩ 供需之间的适配和不适配

根据三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测算了南京市 ＧＩ 供给价值；基于多源数据，从社

会、经济、环境和生态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基础设施需求指标体系，分别测算了 ＧＩ 需求水平。 在此基础上对南

京市 ＧＩ 供需适配关系进行空间分析，为针对性地调整 ＧＩ 供给结构提供了参考依据。
南京市绿色基础设施供给总量测算结果与相关南京市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测算结果相差较小［４１］。 关于

ＧＩ 供给服务呈“主城低、郊区高”，总需求呈“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分布格局的结论与当前相关研究基本一

致，如吴晓等［４２］通过西安市的研究认为“绿色基础设施供给从城市边缘向中心减少，而需求则表现出相反的

格局，并且在城市各功能区内差别显著”，王晶晶等［３１］ 认为“环太湖绿色基础设施格局具有明显的多中心集

聚分布特征，高供给区主要集中在生态本底条件好的城市郊区，而高需求区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岸综合发展水

平较高的苏南城镇密集区”。 在适配关系方面，王晶晶等发现环太湖东岸城市群地区较高、南岸近郊与远郊

２７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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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较低，由于其评价单元较大，研究结论略粗；Ｄａｉ 等［４３］发现武汉高需求高供给区域主要集中在调节服务高

度发达的地区，供需不适配引起的环境不平等在小城市中心需要政府紧急关注。 而本文基于城市现代化发展

需要，从全市的角度对供需关系适配组合进行划分，每个区域几乎均有涉及各类适配类型，从清除影响景观连

通性的阻隔点、改善存量 ＧＩ 服务水平、提升增量 ＧＩ 效能发挥、科学识别生态资源、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角度多

措并举实现 ＧＩ 供需适配均衡发展［１０，４４—４５］，为大城市地区提升 ＧＩ 保供能力提供更加有力的科学依据。
城市居民主要受益于 ＧＩ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 ＧＩ 优化应始于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不适配的区

域［４３］。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南京市作为特大城市转型发展的代表，ＧＩ 成为南京市“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战略支撑，通过 ＧＩ 的科学规划布局实现城乡空间生态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参阅《南京市城市总体规

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关于主城由低供给⁃高需求向低供给⁃中需求转变与维持 ５ 个郊区低

供给⁃低需求格局的观点，以及关于适配条件较好与较差类型区划分的探讨等，与该规划关于“南北田园、中部

都市、拥江发展、城乡合融”的市域空间格局以及“古都为核、江河融汇、城丘绿间、多心辉映”的理想空间方案

有一定的契合。
４．２　 ＧＩ 供需适配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尚未与经济发展完全脱钩的背景下［８］，作为一种实现绿色发展和精明增长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３７］，ＧＩ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ＧＩ 供需要素功能价值演进研究的学术意向旨在揭示

其对大城市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品质提升及其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发展轨迹、贡献水平或支撑能力及优化调控

途径。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二者的密切关联应建立在相互适应、适宜与匹配的基础上，其中

需求应是行为主体，供给是满足需求的行为客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体的能动作用日益增强，需求

的目标更加宽阔多样，客体的供给能力也应不断提升。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提出将供需评价要素与指标作

为剖析供需关联的基本条件，研究给出在设定条件下需求与供给的相互适应程度和主导脉络，这就需要对供

给与需求分别进行时空动态分析与整合评判相结合，探寻二者相互适合的匹配方式，在生态禀赋得到优先保

护和城市社会经发展协同调控条件下，适配的方式因地因时而异。
４．３　 ＧＩ 供需适配研究的未来方向

本文尝试性地开展了供需适配关系的理论探讨、适配类型的划分，其等级差异的评判原则与标准以及相

关的应用等应该成为 ＧＩ 领域深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此外，ＧＩ 研究涉及生态、建筑规划、地理、资源、环境、社
会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交叉与融合研究是深入探讨 ＧＩ 供需关联理论基础、系统方法以及实践应用的

可选之路。 ＧＩ 供需关联要素、指标、标准等评价条件的拓展、供需契合匹配类型及空间模式、需求主体动能表

征（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及量度显示、与双碳战略结合的要素范围等研究应该视为今后拓展研究的主攻方

面。 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空间规划对 ＧＩ 供需关联研究的需求，
为其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然而，本文在供需指标选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部分主观

需求有所忽略；受人口、建筑密度和 ＰＭ２．５等长时间序列数据获取难度和土地开发强度、破碎化等指标计算方

法的影响，数据精准表达尚有一定的不足，进而影响供需时空演进情势的分析。

５　 结论

通过研究南京市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个时段两个维度 ＧＩ 供需关系时空演进特征与规律，揭示

ＧＩ 格局优化重点区域。 主要结论如下：
（１）ＧＩ 供需关系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供给与需求单要素变化情势评估发现，南京市 ＧＩ 服务总供给价值

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水域供给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由于城市化进程受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生态保护和

约束政策影响，主城区与郊区 ＧＩ 用地格局逐步得到优化，其供给价值均大幅增长，对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品质

的提升和维护城乡生态安全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南京市 ＧＩ 总体需求逐年减少，分项需求中经济需求与生态

需求呈下降趋势，社会需求有所增加；ＧＩ 需求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特征。

３７４　 ２ 期 　 　 　 赵海霞　 等：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演进特征及其规律———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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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供需适配类型组合分区原则与依据。 南京作为大城市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通量大、运转快、是一个

高度开放的区域性生态系统，其 ＧＩ 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关联较为复杂多样，既有供大于需，也有需大于供等不

均衡情况。 为揭示 ＧＩ 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关联特点，采用耗散结构原理关于开放系统要素无序性减少和有序

性增加的理念以及地理学地域分异理论，将供给与需求适配程度划分成具有等级差异的类型，以全市 １１ 个辖

区为需求主体，将其境内的生态服务功能作为客体，划分表征二者供需关联适配程度的类型及其组合，ＧＩ 供
需适配较好区与较差区分别占市域总面积的 ２６％和 ４４％。

（３）ＧＩ 空间优化提升路径和政策建议。 针对市域辖区各类型供需空间配置的异质性和有序性，提出存量

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优化并重的举措。 中心城区的 ６ 个辖区 ＧＩ 新增供给能力有限，一方面需要存量改造出

新、提升品质、新增量高效发挥效能，提升风景区品质，增加开敞空间面积，强化绿道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在绿

色发展中，调优产业结构与布局，加快发展都市型产业，坚持污染源头治理，持续改善与提升环境质量，不断减

少各类需求的压力，使适配较好类型区面积增大，较差类型区的面积不断减少。 就全市而言，格局优化进程中

应高度重视 ＧＩ 保供能力的提升，确保江河湖库流域生态涵养功能健全，确保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功能整体

高效发挥。 建设廊道系统增强 ＧＩ 的连通性，疏通城乡生态脉络，有效串联和衔接主城与郊区生态斑块，营建

城乡一体化安全韧性的生态防护网络，维持地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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